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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专职化能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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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深入实施，村干部专职化日益成为各地探索推进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织方式。基于 2022 年 10 省（直辖市）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

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整体

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看，村干部岗位公职化、管理规范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

响显著为正，晋升制度化和发展持续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尚不显著。机制分析表

明，村干部专职化通过影响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和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进而对乡村治理有

效性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村干部专职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村庄以及近郊村和中郊

村的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西部村庄和远郊村的影响显著为负。据此提出

因地制宜推行村干部专职化、强化村干部的原则性和服务意识、稳慎推广利用数字技术创

新乡村治理模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内源性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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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有效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村干部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肩负着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乡村经济、

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等重要职责[1]，是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2]。近年来，随着城乡关系的不断

调整，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层治理由资源汲取向资源输入的转

型意味着国家权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嵌入乡村社会，由此也带来了乡村治理逻辑和方式的转换，这

种转换的表现之一就是村干部专职化[3]。

村干部专职化被认为是一项国家在基层加强行政理性、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制度创新[4]。然而，

对于村干部专职化能否改善乡村治理，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村干部专职化是社会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再分工，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动调适[5]，顺应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农村

人财物外流的社会需求，属于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6]。也有学者认为，村干部专职化有利于增加村干

部岗位的吸引力[7]，能够有效解决村干部难作为、不作为、消极作为的难题[8]。同时，村干部专职化推

动乡村从人情管理转变为制度管理[9]，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10]，有助于提高

乡村治理的规范化水平[11]。反对者认为村干部专职化的实质是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角色强化的过

程[12]，不仅会提升乡村治理成本，增加国家财政负担[13]，也会造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组织断裂[14]，挤压

村民自治空间[15]，助长形式主义[16]，导致“悬浮性”治理[17]。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相关激励机制尚

不健全，不足以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18]。因此，村干部专职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

径[19]。尽管上述争议尚未有定论，但实践层面村干部专职化正日益成为各地探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织方式。

收稿日期：2024⁃04⁃20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乡村治理与发展”（10-IAED-06-2024）；“十五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前期研究“‘十五

五’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研究”。

*为通讯作者。



第1 期 易裕元 等：村干部专职化能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吗？

既有研究从理论层面阐明了村干部专职化的时代价值和潜在风险，为全面理解和评估村干部专

职化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价值指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对村干部专

职化影响乡村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机理揭示尚不充分，难以为精准施策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撑，导致相

关政策的激励效应不明显。同时，少有研究深入探究村干部专职化对不同类型村庄治理效能的影

响，模糊了村干部专职化的作用边界，这也正是上述争议的症结所在。第二，现有文献多停留在对部

分典型个案进行经验总结或理论推导，尚未有文献从实证层面论证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

的影响，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思辨有余、实证不足的特征，难以准确评估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成

效。第三，虽然绝大部分政策文本和学术研究都强调要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但在治

理实践中农民的主体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是被代言，或是被误解，或是被忽视[20]。本研究认

为，任何一项治理制度都有其相应的内在逻辑、适用条件和效应边界，对一项制度的评价也不是进行

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应看治理的实践效果，即能否满足民众的治理需求，实现善治。将研究视角聚焦

农民群体，有助于把握乡村治理的根本宗旨，避免过于重视专业知识或者过分追求高度概括的结论

而忽略生活实践，进而陷入“制度消解个体及其微观实践”的视野局限[21]。鉴于此，本研究从农民视角

出发，试图构建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量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村干部专

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机理和作用限度，以期为科学评估和完善村干部专职

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村干部专职化和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内涵界定

村干部专职化是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并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10]，旨在提升

农村基层治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民生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学者

和地方政府文件中也常用“村干部行政化”“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公职化”“村干部官僚化”等称谓

来表示村干部专职化。不同提法虽然各有侧重，但无本质区别，都泛指村干部管理正规化和基层治

理正式化的一种过程。本文采用村干部专职化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村干部本质上还不属于公

务员，只是将公务员管理中的某些做法或理念应用于村干部管理中来。实践中对村干部选举、晋升、

考核、福利待遇等方面和国家公职人员还存在较大差异，更没有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化”。

其次，村干部专职化并不完全意味着村干部需要将全部时间精力都用于村务管理，与之相对应的是

“半正式”或“半职业化”。最后，从词性来说，“专职化”属于中性词，没有附加任何额外的情感倾向，

与其他提法相比显得更加客观中立。从表现来看，村干部专职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岗位公

职化，主要表现为村干部坐班制，专门从事村务管理；二是报酬工薪化，是指对村干部实行与其职责、

工作量和工作绩效相对应的报酬制度，采用类似于工薪阶层的固定薪资和福利待遇，以此保障村干

部的经济收入；三是管理规范化，指的是科学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四是发展持续化，即村干部有

晋升空间和养老保障[22]。尽管不同地区村干部专职化的表现和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但其目标都指向

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

乡村治理是公共权力对乡村社会进行组织、引导、规范和调控的过程[23]。与乡村治理相对应的是

治理有效。贺雪峰等分别从结果有效和过程有效两个维度衡量了乡村治理有效性[24]。前者是指通过

治理，基层社会保持了良好生产生活秩序，获得了稳定公共品供给，防止因为无法达成集体行动而产

生的效率损失。后者则强调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回应农民诉求。相类似地，白雪娇认为乡村治

理有效需要同时包含效率和效能两个方面，前者强调治理成本问题，后者重在民主取向的价值表

达[25]。本研究认为，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了解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农民的真实诉求十分关键。因

此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重点，本文从农民视角出发，将乡村治理有效性定义为：通过多元协同治理，

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保护，生活质量和福祉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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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广大农民在理解和探讨乡村治理有效议题时，村

干部都是重要的考察主体。如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是各乡镇政府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普遍手段；学

界在研究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时也把村干部领导力、胜任力、社会资本、职业经历、职务行为

等作为重要解释变量[26⁃30]。王艺璇在调查农民对乡村治理有效的理解时发现，在许多农民眼中，村干

部干事公道、带动村民致富、为百姓做实事就是乡村的有效治理[31]。由此可见，村干部与乡村治理有

效性密切相关。村干部专职化作为村干部管理方式的一大变革，也将对乡村治理有效性产生深刻影

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激发村干部的工作动力。专职化意味着村干部职业身份的正式化和专业化，这一转变往往

伴随着福利改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社会保障、职业发展机会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对村干部的

直接激励，有助于激发其工作热情和动力。同时，专职村干部的主要或唯一工作职责是村庄的管理

和服务，其个人职业目标与乡村治理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得到强化，有利于形成自我实现和乡村治理

有效的正向循环。二是提升村干部的工作专注度。专职化可以较大程度减少村干部因工作身份多

元化所导致的时间分散，为其深入了解、追踪和响应村民的实际需要创造了条件。三是提升村干部

的工作能力。与专职化相伴的是各类教育培训机会的增加。通过培训，有助于提升村干部在农业技

术、土地规划、产业发展、项目管理、协调沟通等方面的能力，以更好地应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种问

题和挑战。综上所述，专职化有助于构建一支更加高效、专业且适应性强的村干部队伍，从而提升乡

村治理有效性。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村干部专职化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

3.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1）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既需要制度层面的创新，也离不开技术层面的

改进。通过制度创新，能够构建起更加完善的治理框架，同时为技术改进提供支撑和指引；技术创新

则可以解决制度层面难以涉及的具体问题，是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驱动力。本研究认为村干

部专职化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一方面，随着村干部走向专

职化，他们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参与数字化技能的培训，掌握电子政务操作、数据分析等现代治理手

段，推动各项数字治理技术落地生效。另一方面，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嵌入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程序规范化、方式精细化和能力高效

化[32]。诸多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对提高乡村治理透明度、优化决策过程、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和

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33⁃35]。据此，提出如下研究

假设：

H2：村干部专职化能够通过提高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

（2）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也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36]，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则

是巩固乡村治理物质保障的现实依托[37]。本研究认为，村干部专职化有助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首先，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集体资产的经营者、管理者

和决策者，肩负着壮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重任。在专职化的制度框架下，村干部有条件

学习和应用现代管理知识和技能，从而更规范地管理村集体项目和资金，提高集体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专职村干部通常对政策和市场信息理解更加透彻，能够有效整合市场资源、政策支持以及民间

投资，寻求更多发展机遇，拓宽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来源。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

干部绩效直接挂钩，也较大限度地调动了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此外，专职村干部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和学习外界的先进经验，有助于引入新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思路，从而推动村集体

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集

体经济可以为村庄发展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降低合作成本，有效克服搭便车困境，促进村庄集

体行动[1]。其次，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强化成员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为推动多元主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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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事务提供动力和指引[38]。此外，村集体通过分红、发放福利和提供公共品等形式，能够较大程

度凝聚人心，增强村民的村庄认同感和归属感[39]，有助于提升村庄组织动员能力。据此，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H3：村干部专职化能够通过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

综上所述，构建如下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2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农业微观经济调查数据

库，包括村级和农户两个层面的信息。调研涵盖了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安徽、吉林、黑龙江、重庆、

云南、四川 10个省（直辖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省份选取三个县（市

或区），每个县（市或区）选取三个镇，每个乡镇选取三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 20户左右农户进行问卷

调查。行政村问卷主要通过同村干部面对面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获取，调查内容涵盖样本村庄的基本

概况、经济发展、村庄治理、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农户问卷主要涵盖了家庭特征、生产收支

和农户参与村庄治理及满意度等内容。过滤掉关键变量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共获得 250份村样本数

据和5050份农户数据。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学界关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尚未统一。较多学者从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乡村治理有效性[40⁃41]。常见的维度包括主体参与有效性、制度机制有效性、资源

配置有效性、组织动员有效性、应急管理有效性、基层治理结构有效性、制度监督有效性和公共品供

给有效性等[30,42]。从研究方法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也有部分学者聚焦

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维度[43]。本研究认为，相比于单一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实现多维度、多层

次的评估，有助于揭示复杂乡村治理现象背后的相互作用和综合效应，能够更好地指导乡村治理相

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指标构建思路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宏观或者中观层面构建评价体系，数据

主要来源于村级统计或村干部的口头回答，难以全面、客观、准确地捕捉农民的真实诉求。因此，在

已有文献基础上，尝试从农民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有效性、组织动员有效性、民主参与

有效性、民主监督有效性、公共安全有效性、乡风引导有效性和环境治理有效性 7个维度在内的乡村

治理有效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得到乡村治理有效性的综合得分。具

体指标含义及权重如表1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学界关于村干部专职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但鲜有研究从定量角度来系统刻

画村干部专职化。从已有文献来看，岗位公职化、薪酬工薪化、管理规范化、发展持续化被认为是村

干部专职化的主要特征[23]。根据已有文献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从岗位公职化、管理规范化、晋升制

度化和发展持续化四个维度来衡量村干部专职化，并分别用“村干部是否实行坐班制”“本村是否实

行清单制管理”“村干部是否有晋升渠道”“上级政府是否为村支书购买社保”来衡量。在此基础上，

通过计算上述4个指标的平均分进而得到各样本村的村干部专职化水平。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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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变量。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包括治理数字化水平和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借鉴罗博文等[30]

的研究，选取调查问卷中“本村党务、政务、事务、财务是否采用网络手段公开公示？包括社交平台

（QQ、微信群）、互联网政务平台等”“本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管理事务中是否实现计算机管理”“本

村是否建有信息化综合服务站提供‘一站式服务’”三个问题回答的算术平均分作为治理数字化水平

的代理变量。考虑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好坏和是否

可持续，是衡量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强弱的主要标志[44]，本研究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作为集体经济收入

的代理变量。

（4）控制变量。乡村治理有效性往往还与村干部个体特征和村庄特征相关，本文对相关变量进

行控制，主要包括村支部书记年龄、受教育程度、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否“一肩挑”、村庄

分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宗族力量、青年党员占比、高学历党员占比。此外，考虑到文中对乡村治理

有效性的衡量均出自农户的主观评价，因此，除了村庄层面的因素，还控制了农户家庭和户主层面的

相关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收入状况、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所有变量的

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来考察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具体如下：

表1　乡村治理有效性测度指标

维度

公共服务
有效性

组织动员
有效性

民主参与
有效性

民主监督
有效性

公共安全
有效性

乡风引导
有效性

环境治理
有效性

题项说明和赋值

您对本地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对本地自来水、电力供应的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对本地通信网络、互联网设施服务的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对本地互助养老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如何？包括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驿站、老年餐桌等？
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觉得本村干群关系如何？非常不和谐-非常和谐（1-5分）

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如何？非常不信任-非常信任（1-5分）

您认为本村党员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程度？非常差-非常好（1-5分）

您所在村庄开展协商议事活动时协商结果是否得到落实？完全没落实=1；少数得到了落
实=2；半数得到了落实=3；多数得到了落实=4；都得到了落实=5

您对村委会最近一次的民主选举工作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村内党员与群众之间沟通程度如何？非常差-非常好（1-5分）

您所在村庄的协商组织（如理事会、议事会等）在开展协商工作方面是否发挥作用？完全没
作用-作用很大（1-5分）

本村村务、财务、党务公开透明程度？非常不透明-非常透明（1-5分）

您认为本村村干部在落实政策时是否存在滥用公权情况？是=1；否=0
您是否认同本村村干部法治观点强、依法办事的说法？非常不认同-非常认同（1-5分）

生活在本村庄，您是否有安全感？非常不安全-非常安全（1-5分）

您对本村社会治安的满意度？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是否认同本村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基本能得到很好的调解的说法？非常不认同-非常
认同（1-5分）

您认为村民接受普法教育效果如何？非常差-比较好（1-5分）

您觉得本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现象如何？非常严重-不存在（1-5分）

您认为村组织在限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效果如何？非常差-非常好（1-5分）

您是否同意对红白喜事礼金钱数进行明文的限制？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1-5分）

您是否同意对婚嫁彩礼钱数进行明文的限制？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1-5分）

您对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的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您对村容村貌的整体满意度如何？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1-5分）

均值

4.124
4.236
4.210

3.884

4.120
4.231
4.174

4.252

4.310
4.150

4.057

4.205
0.077
4.213

4.462
4.446

4.249

3.952

3.867
3.563
3.808
3.806
4.101
4.243
4.308

标准差

0.915
0.825
0.786

0.943

0.917
0.819
0.886

0.817

0.750
0.885

0.910

0.922
0.269
0.786

0.648
0.677

0.721

0.848

1.144
0.947
0.958
0.958
0.905
0.792
0.724

权重

0.045
0.034
0.030

0.052

0.049
0.034
0.040

0.033

0.025
0.041

0.046

0.044
0.010
0.030

0.017
0.019

0.023

0.040

0.088
0.073
0.063
0.063
0.045
0.030
0.023

172



第1 期 易裕元 等：村干部专职化能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吗？

rgei = α0 + α1 pvci + α2controli + εi （1）
rgei = β0 + β1 ssi + β2csi + β3 poi + β4 sii + β5controli + δi （2）

式（1）和式（2）中，rgei表示乡村治理有效性总指标，pvci表示村干部专职化得分，ssi、csi、poi、sii分
别表示岗位公职化、管理规范化、晋升制度化、发展持续化。controli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和δi表示

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回归 1和回归 2分别报告了村干部专职化及其各分项对乡村治理有

效性的影响。由回归结果可知，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

验证。从各分项来看，岗位公职化和管理规范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显著为正，晋升制度化和

发展持续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第一，坐班

制的实行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服务模式和交流渠道，有助于村民在有需要时能够找到村干

部，并及时获得服务，从而提高乡村治理的响应性；同时，规律的工作时间也促使村干部更好地组织

和规划日常治理活动，从而提高乡村治理的整体效率。第二，清单制使得村干部提供的服务项目和

内容明确化，有助于防止公权力的随意性行使，提高服务的规范性；同时，清单制的实施能够让农民

更加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预期，可以有效避免因不了解村干部角色和功能而产生误解和不满。

第三，晋升机制从理论上来说有利于激发村支部书记的工作积极性，但实践层面可能存在部分村干

部为了追求晋升，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立竿见影的项目中，忽略长期的乡村发展和

民生需求，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助长形式主义之风。同时，晋升机制也可能使得村干部更加关注

能够为他们带来政绩的人群或活动，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边缘群体的需求被忽视，加剧了村庄内部的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乡村治理有效性

村干部专职化

岗位公职化

管理规范化

晋升制度化

发展持续化

治理数字化水平

集体经济收入

村支部书记年龄

村支部书记受教育程度

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
任是否“一肩挑”

村支部书记平均月工资水平

村庄分散度

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

宗族力量

青年党员占比

高学历党员占比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

家庭收入状况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赋值及释义

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

由算术平均计算得到

是否实行坐班制？是=1；否=0
本村是否实行清单制管理？是=1；否=0
村干部是否有机会晋升到县乡事业单位？是=1；否=0
上级政府是否为村支书购买社保？是=1；否=0
由算术平均计算得到

样本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元
村支部书记实际年龄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中专=4；大学（大专）及以上=5

村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主任？是=1；否=0

村支部书记平均月薪资/元
自然村数量

村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元
第一大姓占人口比重/%
本村60岁以下党员人数/党员总人数/%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人数/党员总人数/%
是=1；否=0
您对您家庭收入水平的满意程度如何？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
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户主实际年龄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中专=4；大学（大专）及以上=5

均值

0.764
0.451
0.528
0.604
0.132
0.540
0.737

624219.251
48.132
3.440

0.932

3718.181
8.624

18875.130
25.931
56.632
35.071
0.182

3.497

56.880
2.806

标准差

0.129
0.254
0.500
0.490
0.339
0.500
0.375

2055047.408
7.660
0.754

0.252

2052.974
10.086

8529.599
19.413
15.630
14.885
0.386

1.091

10.765
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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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损害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此外，“一肩

挑”背景下，村支部书记往往是晋升的主要对象，

其他村“两委”成员作为“配角”很难获得晋升机

会，这对村干部之间的团队协作精神提出了挑

战。尽管晋升机制的负向影响尚未通过统计显

著性检验，但仍需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治理文牍

化、官僚化和悬浮化问题。第四，为村干部购买

社会保险是一项重要的福利举措，然而，其并不

必然直接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可能的原因在

于，许多村庄中，仅村支部书记个人能够享受此

项福利，而其他村“两委”成员并未被纳入保障范

围，这种状况难以有效激发整个村“两委”班子的

工作积极性与凝聚力。此外，由于各地区财政状

况存在差异，政府为村干部代缴社会保险的比例

亦不尽相同。根据实地调研结果，部分地区村支

部书记个人仍需承担超过 50%的保险费用，这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该举措的激励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以回归 1为例，村支部书记平

均月工资、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年党员占比、

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户主受教

育程度对村庄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村书记、主任“一肩挑”和村庄分散度对村庄治理

有效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

（1）机制分析。根据理论分析，村干部专职化可能通过影响村庄治理数字化水平和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进而对乡村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借鉴温忠麟等[45]的做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判断治理数字化水平是否在村干部专职化对村庄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时，首先应

考察村干部专职化能否影响治理数字化水平（见表4）。由回归1可知，村干部专职化对治理数字化水

平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村干部专职化能显著提升治理数字化水平。其次考察治理数字化水平是

否发挥中介效应。结合回归 2和回归 3可知，在控制了治理数字化水平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正向影

响后，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治理数字化水平在村干部专职

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H2得以验证。同理，判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是

否在村干部专职化对村庄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时，首先考察村干部专职化能否影响村

表3　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

的基准回归结果 N=5050

变量

村干部专职化水平

岗位公职化

管理规范化

晋升制度化

发展持续化

村支部书记年龄

村支部书记受教育程度

村支部书记、村民委员
会主任是否“一肩挑”

村支部书记平均月工资

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

青年党员占比

高学历党员占比

村庄分散度

村庄宗族力量

家庭收入状况

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水平

常数项

R2

回归1
系数

0.063***

0.000
0.004

-0.012*

0.009*

0.029***

0.000**

0.000
-0.001***

-0.000
0.017***

0.021***

-0.000
0.008***

0.275***

0.062

标准误

0.008

0.000
0.003

0.007

0.005
0.00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005
0.000
0.002
0.055

回归2
系数

0.035***

0.025***

-0.008
-0.002

0.000
0.006**

-0.008

0.012***

0.034***

0.000**

0.000
-0.001***

-0.000
0.016***

0.021***

-0.000
0.009***

0.189***

0.071

标准误

0.004
0.004
0.006
0.004
0.000
0.003

0.007

0.005
0.00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005
0.000
0.002
0.05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的机制分析 N=5050

变量

村干部专职化

治理数字化水平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控制变量

R2

回归1
治理数字化水平

0.331***

(0.022)

已控制

0.162

回归2
乡村治理有效性

0.063***

（0.008）

已控制

0.062

回归3
乡村治理有效性

0.060***

(0.008)

0.012**

(0.005)

已控制

0.063

回归4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0.530***

(0.054)

已控制

0.320

回归5
乡村治理有效性

0.063***

(0.008)

0.006***

(0.002)
已控制

0.06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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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营性收入。由回归 4可知，村干部专职化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

著性检验，这表明，村干部专职化有助于提升村集体经济水平。结合回归 2和回归 5可知，在控制了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正向显著影响后，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依

然显著为正，这说明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在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

效应。H3得以验证。

（2）异质性分析。为检验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是否因村庄特征而异，本文根

据村庄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将样本分组，进而对各组样本展开回归分析。其中，基于村庄地理区位

的分组将样本村庄分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和西部村庄；基于经济区位分组主要参考郭君平等[46]的研

究，根据县村距离将样本村庄分为近郊村（县村距离小于 25千米）、中郊村（县村距离为 25~50千米）

和远郊村（县村距离大于50千米）。

第一，基于村庄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分析。表 5回归 1~回归 3的估计结果显示，村干部专职化对

东部和中部村庄的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西部村庄的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治理能力的提高不在于用“现代”的治理方式，而是应适应村庄社会性质变

迁和村庄社会需求的变化，采用与需求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

市场机制较成熟、基础设施较完善，加之人口流动较大，社会结构和就业形态相对多元化。专职的村

干部可以使得乡村治理及服务工作与农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相匹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村

庄的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技术支持等方面，能够更好地满足村民的需求和期

望，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对于中部地区来说，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可能略低于东部，但很多地区

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乡村治理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村干部的专职化可以为

这一转型提供更有力的治理支持和服务，比如在征地拆迁、村庄规划、企业引进、劳动力培训等方面

发挥作用，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相比之下，西部地区乡村治理任务具有较强的

临时性、偶发性、乡土性等特点[5]，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的

自治模式。专职化的推行一方面可能造成资源空转，另一方面也可能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机

制，影响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协调，降低群众对村干部工作的认同。此外，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普遍相对

薄弱，专职化带来的财政压力较于东中部地区来说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西部地区专职村干部的薪

酬水平可能低于以往兼职背景下的综合收入水平，难以真正调动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第二，基于村庄经济区位的异质性分析。表 5回归 4~回归 6的估计结果显示，村干部专职化对

近郊村和中郊村的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远郊村的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负向

影响。可能的解释是：近郊和中郊农村通常与城市相邻，受惠于城市经济辐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财政收入更多，从而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专职村干部的工资，并为村庄的发展和管理提供必需的物

质基础。同时，近郊和中郊农村往往人口流动较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这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而村干部专职化使得村干部可以专注于处理这些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和服务需求。相比

之下，远郊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收入有限，可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专职村干部体

系。另外，远郊农村社会结构可能相对较为稳定和单一，传统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和治理结构可能仍

表5　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村干部专职化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地理区位

回归1
东部村庄

0.148***

(0.020)

已控制

1622

0.105

回归2
中部村庄

0.098***

(0.012)

已控制

1942

0.097

回归3
西部村庄

-0.045***

(0.016)

已控制

1486

0.085

经济区位

回归4
近郊村

0.100***

(0.011)

已控制

2476

0.100

回归5
中郊村

0.084***

(0.014)

已控制

1876

0.079

回归6
远郊村

-0.076***

(0.028)

已控制

698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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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有效且占主导地位，专职化的管理模式反而可能不适应当地村民的实际需求，导致群众工作面

向的缺失和干群关系悬浮化，不利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3.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更换回归样本和替换回归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村干部专职化往往意味着村干部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村庄管

理和服务。因此，采用村支部书记村务投入度（每周忙于村务的天数/7）作为村干部专职化的替代变

量进行回归。结果（表 6回归 1）显示，村干部村务工作投入度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正向影响，且通

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H1的稳健性。

（2）调整回归样本。为了缓解村干部身份对样本回答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对家庭成员中有村

干部的样本予以剔除。结果（表 6回归 2和回归 3）显示，剔除相关样本后，村干部专职化及其各分项

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更换回归模型。借鉴张倩肖等[47]的

思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村干部专

职化影响乡村治理有效性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SEM 能够对所有模型参数同时进行估

计，可以弥补传统回归分析估计中介效应时

标准误较大（参数估计不准确）的缺陷[48]。具

体来看，采用Mehmetoglu[49]提供的“medsem”

命令来估算各影响路径的参数。表 7列出了

村干部专职化通过治理数字化水平和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间接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结果。

由 SEM 检验结果可知，Delta、Sobel 和 Mon⁃
te Carlo检验的 p值均小于5%，这表明上述中介效应成立。H2和H3进一步得到验证。

4.内生性讨论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变量。尽管前文对村干部个人特

征、村庄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加以控制，但仍无法避免存在其他遗漏变量或者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导

致估计出现偏差。二是双向因果。村干部专职化能够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而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可

能推动村干部专职化。当乡村治理表现出色时，可能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和奖励，比如为村

干部提供更多的薪酬和晋升机会。这种互为因果关系将导致村干部专职化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进而

导致参数估计不一致。为解决上述问题，借鉴张洪振等[50]的思路，使用本镇范围内除本村外的村干部

专职化指标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

合格的工具变量应同时满足相关性、外生性和排他性的基本原则。首先，村干部专职化的推行

通常以乡镇为单位，因此单个村庄的村干部专职化程度与本镇范围内其他村庄的村干部专职化表现

具有高度相关性。其次，其他村的村干部管理方式通常难以直接影响村民对本村乡村治理有效性的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村干部村务工
作投入度

村干部专职化

岗位公职化

管理规范化

晋升制度化

发展持续化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回归1
系数

0.023*

已控制

5050
0.050

标准误

0.012

回归2
系数

0.063***

已控制

4133
0.051

标准误

0.009

回归3
系数

0.037***

0.023***

-0.006
-0.003

已控制

4133
0.060

标准误

0.004
0.004
0.006
0.004

注：回归2和回归3中的控制变量不包含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

表7　基于SEM的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中介效应（标准化）

标准差

z值

p值

95%置信区间

治理数字化水平

Delta
0.008***

0.003
2.267
0.023

(0.001，0.014)

Sobel
0.008***

0.003
2.268
0.023

(0.001，0.014)

Monte Carlo
0.008***

0.003
2.265
0.024

(0.001，0.014)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Delta
0.006***

0.002
3.292
0.001

(0.002，0.009)

Sobel
0.006***

0.002
3.293
0.001

(0.003，0.009)

Monte Carlo
0.006***

0.002
3.289
0.001

(0.00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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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从而保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此外，借鉴诸竹君等[51]的做法，将工具变量和村干部专职化变

量同时纳入模型进行排他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由排他性检验结果可知，工具变量系数不显著，而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

回归基本一致，说明工具变量能够通过排他性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村干部专

职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最小特征值统计量（F检验值）为 336.71，远大于

10，表明所选工具变量不是本村村干部专职化的弱工具。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村干部专职化

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考虑内生性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四、结论与建议

村干部身处农村基层工作的第一线，是连接国家政策实施与满足村民需求、传达村民意愿的重

要桥梁，也是维护乡村秩序、化解群众纠纷、提供公共服务、推动项目实施落地的关键力量，在乡村治

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基于 2022年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从农民视角实证分析了村干部专职化

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整体而言，村干部专职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从各分项来看，岗位公职化和管理规范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晋升

制度化和发展持续化对乡村治理有效性影响尚不显著。第二，机制研究表明，村干部专职化会通过

影响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和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水平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有效性。第三，异质性分析发

现，村干部专职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村庄以及近郊村和中郊村的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对西部地区村庄和远郊村的乡村治理有效性具有负向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任何制度都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和生命周期，同一制度作用于不同群体、

不同社会阶段可能会产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果。基于上述结论，得到政策启示如下：其一，因地

制宜推行村干部专职化是合理的，但缺乏弹性的强力推进和忽略民众实际需求的生硬效仿并不可

取。应以满足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兼顾村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采取差序化措施

推进村干部专职化。其二，强化村干部的原则性和服务意识。要加强对专职村干部职业道德和行为

规范的培训和教育，完善村干部监督问责机制，确保他们始终以村民利益为核心，坚持公正、透明的

原则办事。同时，要继续改善村干部福利待遇，建立以广大农民利益为中心的村干部晋升考核机制，

提升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同时避免出现权力寻租、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问题。其三，稳慎推广利

用数字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要精准评估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条件和村民接受能力，采纳

与之相适配的治理技术，确保技术务实管用。其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内源性发展能

力。鼓励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村集体、合作社为组织载体引入相关市场主体，通过吸引投资、合作开

发、租售开发等多种形式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经济属性和财产价值。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

治理结构，完善集体利益分配机制，强化集体资产监管，防范集体经营风险，努力构建集体经济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

表8　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村干部专职化

本村外的村干部专
职化水平均值

控制变量

样本量

F检验值

R2

排他性检验

系数

0.069***

-0.009

已控制

5050

0.125

标准误

0.009

0.000

2SLS第一阶段

系数

0.684***

已控制

5050
336.71
0.469

标准误

0.014

2SLS第二阶段

系数

0.055***

已控制

4992

0.062

标准误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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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 Enhance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YI Yuyuan， LIU Caiyan， ZHAO Yifu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nd deep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for pro⁃
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Based on micro-survey data from ten provinces （in⁃
cluding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s on the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village gover⁃
nance in general. Specifically， the form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 position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an⁃
age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hile the institutionaliza⁃
tion of promotion system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village cadre professionalization influences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
ness through enhanced digitization governance and increased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income. Heteroge⁃
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village cadre profession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gov⁃
ernance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s well as in suburban and mid-suburban villages.  However， 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in villages in western regions and remote suburbs. Accordingly， it is pro⁃
posed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trengthen the 
principle and service awareness of village cadres， steadily and prudently promote the use of digital tech⁃
nology to innovate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l，and develop and expand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o 
improv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professiona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 governance；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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